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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 而且有 《韩诗外传》 存

世。 关于 《韩诗外传》 著述性质的讨论， 无论是司马迁的 “推 《诗》 之

意”， 还是班固的 “推诗人之意”， 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 而

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 “诗” 与 “诗人” 的一字之差， 其实体现

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 《韩诗外传》 的不同理解， 可视为探讨

《韩诗外传》 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 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 将

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 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 《韩诗外传》，
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 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 分明的

处事风格， 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 对 《韩诗外传》
的命名、 特点、 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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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婴诗学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在思想史、 学术史上

也有一定地位和影响。 关于韩婴诗学， 学界主要是对现存 《韩诗外传》 加

以探讨， 在其版本、 校勘、 辑佚、 著述性质、 思想内涵、 价值及意义等方

面， 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 不过， 仍有一些问题尚无定论， 诸如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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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外传》 到底是解 《诗》 还是引 《诗》； 司马迁所言 “推 《诗》 之意” 与班

固所讲 “推诗人之意” 有没有区别， 如有区别， 表现在哪里， 原因又是什么；
《韩诗外传》 究竟源自荀子， 还是如有的学者所言， 受 《左传》 和孟子的影响

也很大； 包括 《韩诗外传》 在内的韩婴诗学兴盛长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等

等。 这些重要的诗学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本文立足于知人论世的方

法， 尝试对 《韩诗外传》 的命名、 特点、 传播作一些分析， 以求方家指正。

一、 误读 “采杂说” 而引发的诗学命题

南宋文学家洪迈曾对 《韩诗外传》 评论道： “观此章， 乃谓孔子见处女

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 以是说 《诗》， 可乎？ 其谬戾甚矣， 它亦无足

言。”① 这是因 《韩诗外传》 中存在背离儒家伦理德义的叙事， 故而否定韩

婴的诗学。 同时代稍晚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言： “所存惟 《外传》， 而卷多于

旧， 盖多记杂说， 不专解 《诗》。 果当时本书否也？”② 这是对存世的 《韩诗

外传》 文本提出了质疑， 并由 “多记杂说” 推导出 “不专解 《诗》”， 虽没

有完全否定 《韩诗外传》 的解 《诗》 性质， 却是后世质疑 《韩诗外传》 著

述性质的滥觞。 明代王世贞明确提出 《韩诗外传》 乃引 《诗》 而非解

《诗》， 他说： “杂记夫子之绪言， 与诸春秋战国之说家稍近于理者也。 大抵

引 《诗》 以证事， 而非引事以明 《诗》， 故多浮泛不切， 牵合可笑之语， 盖

驰骋胜而说 《诗》 之旨微矣。”③ 在此论调的基础上， 形成了后世批评 《韩
诗外传》 的一种模式。 清代四库馆臣对王世贞的这一认识作了进一步阐释。
《四库全书总目》 卷 １６ 《经部十六·诗类二》 附录 《韩诗外传》 曰： “其书

杂引古事古语， 证以诗词， 与经义不相比附， 故曰 《外传》。 所采多与周秦

诸子相出入。 班固论三家之 《诗》， 称其 ‘或取 《春秋》， 采杂说， 咸非其

本义’， 殆即指此类欤。” 并案： “ 《汉志》 以 《韩外传》 入 《诗》 类， 盖与

《内传》 连类及之。 王世贞称 《外传》 引 《诗》 以证事， 非引事以明

《诗》。 其说至确。 今 《内传》 解 《诗》 之说已亡， 则 《外传》 已无关于

《诗》 义。 徒以时代在毛苌以前， 遂列为古来说 《诗》 之冠， 使读 《诗》 者

开卷之初， 即不见本旨， 于理殊为未协， 以其舍 《诗》 类以外无可附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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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从 《易纬》 《尚书大传》 之例， 亦别缀于末简。”① 在四库馆臣看来， 班

固在编纂 《汉书·艺文志》 时之所以把 《韩诗外传》 列入 《诗》 类， 是因

为 《韩诗外传》 与 《韩诗内传》 的关联性。 然而到清代编 《四库全书》 时，
《韩诗内传》 这一解 《诗》 作品已亡佚， 自然不能仅根据时代将 “无关于

《诗》 义” 的 《韩诗外传》 列为 《诗》 之首， 但 《诗》 类之外又无可附录，
只好将 《韩诗外传》 编排在 《诗》 类之末。 四库馆臣还提出， 《韩诗外传》
“无关于 《诗》 义”， 也即非解 《诗》 之作，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 《韩诗

外传》 杂引古事古语， 以 《诗》 来证之； 二是 《韩诗外传》 所引古事古语

与经义不合， 与周秦时诸子所言也多有出入。 同时， 他们还认为， 班固在

《汉书·艺文志》 中所言 “或取 《春秋》， 采杂说， 咸非其本义”， 正是针对

《韩诗外传》 “无关于 《诗》 义” 的一种表达。
可以说， 关于 《韩诗外传》 为引 《诗》 而非解 《诗》 的著述性质界定，

实由陈振孙 “盖多记杂说， 不专解 《诗》” 发其端， 王世贞 “大抵引 《诗》
以证事， 而非引事以明 《诗》” 定其论， 再到四库馆臣 “无关于 《诗》 义”
确其性。 ２０ 世纪以来， 学界对此意见不一。 赞同者寻找相应材料加以论证，
而反对者则爬梳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 进行逐一反驳。 殊不知， 他们围绕

种种材料论证的这一命题， 乃是由四库馆臣等对班固 “或取 《春秋》， 采杂

说， 咸非其本义” 的误读而引发的。
班固在 《汉书·艺文志》 中言： “汉兴， 鲁申公为 《诗》 训故， 而齐辕

固、 燕韩生皆为之传。 或取 《春秋》， 采杂说， 咸非其本义。 与不得已， 鲁

最为近之。” 如何理解这样一段记载与评述， 首先要弄清 “或取 《春秋》，
采杂说， 咸非其本义” 的所指对象问题。 唐代颜师古注曰： “与不得已者，
言皆不得也。 三家者不得其真， 而鲁最近之。”② 清代王念孙亦云： “既言

‘咸非其本义’， 则无庸更言皆 ‘不得其真’。 余谓 ‘与’ 者， ‘如’ 也。
‘不得已’ 者， 必欲求其本义也。 言三家说 《诗》 皆非其本义， 如必求其本

义， 则鲁最为近之也。”③ 虽然二人对 “与” 的字义解释不同， 但都认为

“咸非其本义” 所指为鲁、 齐、 韩三家 《诗》。 而清人王先谦则曰： “与、 已

皆语词， 颜说是也。 但此谓齐、 韩二传推演之词， 皆非本义， 不得其真耳，
非并 《鲁诗》 言之。 鲁最为近者， 言齐、 韩训故， 亦各有取， 惟鲁最优。
颜谓三家皆不得， 谬矣， 既不得其真， 何言最近乎？”④ 在王先谦看来， “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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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其本义” 并不包括 《鲁诗》， 《汉书·艺文志》 说 “鲁最为近之”， 指的

是在 “训故” 方面， 三家 《诗》 中唯 《鲁诗》 最优。 这两种论断孰是孰非，
还得从三家 《诗》 的具体情况和班固的经学思想来分析。

先看 “或取 《春秋》”。 《汉书·儒林传》 载： “瑕丘江公受 《谷梁春

秋》 及 《诗》 于鲁申公， 传子至孙为博士。”① 这说明， 鲁申公曾学习、 传

授 《谷梁春秋》， 《鲁诗》 “取 《春秋》” 是完全有可能的。 《鲁诗》 既然曾

采纳 《谷梁春秋》， 当然 “非其本义” 了。 正如西汉经学家刘歆所言： “左
丘明好恶与圣人同， 亲见夫子， 而公羊、 谷梁在七十子后， 传闻之与亲见

之， 其详略不同。”② 而在班固看来， 无论是 《公羊春秋》 还是 《谷梁春

秋》， 甚至是 《左氏春秋》， 都与孔子 《春秋经》 本义有一定距离。
再看 “采杂说”。 《史记·太史公自序》 曰： “序略， 以拾遗补艺， 成一

家之言，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③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作 《史记》
“不与圣人同， 是非颇谬于经”，④ 理由之一就是 《史记》 所引百家杂语和异

传 “颇谬于经”。 所谓 “异传”， 其中就包括 《韩诗外传》。 《史记正义》
曰： “太史公撰 《史记》， 言其协于六经异文， 整齐诸子百家杂说之语， 谦

不敢比经艺也。 异传， 谓如丘明 《春秋外传国语》、 子夏 《易传》、 毛公

《诗传》、 《韩诗外传》、 伏生 《尚书大传》 之流也。”⑤ 《史记索隐》 亦有同

样的解说。 不难发现， 在班固经学思想中， 《韩诗外传》 “颇谬于经”， 自然

“非其本义” 了。
这样， 我们就能理解 “或取 《春秋》， 采杂说， 咸非其本义。 与不得

已， 鲁最为近之” 的真正内涵。 在班固看来， 齐、 鲁、 韩三家 《诗》 都

“非其本义”， 相较而言， 申公言 《诗》 更倾向于 “取 《春秋》”， 《齐诗》
与 《韩诗》 则更倾向于 “采杂说”， 故 “与不得已， 鲁最为近之”。

既然 《韩诗外传》 “颇谬于经” “非其本义”， 那么其性质就不应为

“推 《诗》 之意”，⑥ 即立足点在 《诗》 的文本意义， 而只能是 “推诗人之

意”⑦， 即着眼于诗人作诗之意。 但对司马迁而言， 《史记》 本就是 “采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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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的典型， 他不会对 《韩诗外传》 “采杂说” 有异议， 故有 “推 《诗》
之意” 的评述。 由此来看， “诗人” 与 “诗” 的一字之差， 是班固有意而为

之， 体现了他不同于司马迁的经学观念。
清人魏源对诗学的层次性曾作过阐释， 他说： “夫 《诗》 有作 《诗》 者

之心， 而又有采 《诗》、 编 《诗》 者之心焉； 有说 《诗》 者之义， 而又有赋

《诗》、 引 《诗》 者之义焉。”① 如果从诗学文本意义上讲， 第一个层次乃作

《诗》 者之心， 作者写诗只是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即 《诗》 之本义， 没有

什么特殊寓意， 也无惩劝功能； 第二个层次为采 《诗》、 编 《诗》 之心， 虽

仍以原 《诗》 为本， 但已有了采者、 编者的情与志， 开始强调它的劝诫功

能。 而如果从发挥诗义的方式上讲， 则有说 《诗》 与赋 《诗》、 引 《诗》 之

别。 说 《诗》 是指针对 《诗》 的一种解说方式， 而赋 《诗》、 引 《诗》 则

指作者为更好地表达思想主旨而引用 《诗》 之材料来充实论证。
无论是司马迁的 “推 《诗》 之意”， 还是班固的 “推诗人之意”， 他们

的关注点均为魏源所言的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 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

诗学层次。 具体来讲， “推 《诗》 之意” 对应的是 “作 《诗》 者之心”，
“推诗人之意” 则对应的是 “采 《诗》、 编 《诗》 者之心”。 而王世贞、 四

库馆臣等对班固所言的 “采杂说” 却作了简单化理解， 以此否定 《韩诗外

传》 应有的诗义， 进而引出 《韩诗外传》 乃引 《诗》 而非解 《诗》 这一诗

学假命题。 实际上， “推 《诗》 之意” 与 “推诗人之意”， 只是司马迁与班

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 《韩诗外传》 的理解。 这种理解可视为一种学术参照，
但不能把它当作评论 《韩诗外传》 的唯一依据。 故对 《韩诗外传》 的认识，
还须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 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 这

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加接近事实地对之加以评论。

二、 “其人精悍， 处事分明”

关于韩婴其人， 《史记》 《汉书》 的记载虽较为简略， 但还是为我们了

解他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信息。
《史记·儒林列传》 曰：

及今上即位， 赵绾、 王臧之属明儒学， 而上亦乡之， 于是招方正贤

良文学之士。 自是之后， 言 《诗》 于鲁则申培公， 于齐则辕固生， 于

燕则韩太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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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传又曰：
韩生者， 燕人也。 孝文帝时为博士， 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 韩生推

《诗》 之意而为 《内》 《外传》 数万言， 其语颇与齐鲁间殊， 然其归一

也。 淮南贲生受之。 自是之后， 而燕赵间言 《诗》 者由韩生。 韩生孙

商为今上博士。①

《汉书·儒林传》 曰：
韩婴， 燕人也。 孝文时为博士， 景帝时至常山太傅。 婴推诗人之

意， 而作 《内》 《外传》 数万言， 其语颇与齐、 鲁间殊， 然归一也。 淮

南贲生受之。 燕赵间言 《诗》 者由韩生。 韩生亦以 《易》 授人， 推

《易》 意而为之传。 燕赵间好 《诗》， 故其 《易》 微， 唯韩氏自传之。
武帝时， 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 其人精悍， 处事分明， 仲舒不能难

也。 后其孙商为博士。 孝宣时， 涿郡韩生其后也， 以 《易》 征， 待诏

殿中， 曰： “所受 《易》 即先太傅所传也。 尝受 《韩诗》， 不如韩氏

《易》 深， 太傅故专传之。” 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 《易》 于孟喜， 见涿

韩生说 《易》 而好之， 即更从受焉。②

《汉书·艺文志》 曰：
汉兴， 鲁申公为 《诗》 训故， 而齐辕固、 燕韩生皆为之传。 或取

《春秋》， 采杂说， 咸非其本义。 与不得已， 鲁最为近之。 三家皆列于

学官。③

同志又曰：
《诗经》 二十八卷， 鲁、 齐、 韩三家。④

《韩故》 三十六卷。 《韩内传》 四卷。 《韩外传》 六卷。 《韩说》 四

十一卷。⑤

以上记述包含四个方面的文本信息及文化内涵。
第一， 关于韩婴的籍贯， 《史记·儒林列传》 和 《汉书·儒林传》 均言

“燕人”， 此说较笼统， 或许与燕国建置变动频繁有关。 《汉书·儒林传》 又

言 “孝宣时， 涿郡韩生其后也”， 查 《汉书·昭帝纪》： “ （元凤元年） 三

月， 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 人五十匹， 遣归。”⑥ 陈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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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涿郡韩生” 当即韩福。① 涿郡， 西汉高祖时置， 治涿县 （今河北涿州

市）， 辖境包括今北京房山区以南， 河北易县、 清苑以东， 安平、 河间以北，
霸州、 任丘以西地区。 明嘉靖年间 《河间府志》 载： “任丘， 本燕地， 今其

地有韩婴墓见存。”② 因此说韩婴为燕国涿郡人， 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 司马迁记录韩婴在汉文帝时为博士， 汉景帝时则为常山王太

傅，③ 这一变化反映了什么？ 清末民初崔适对此就有所关注。 他称言： “上
文已云 ‘言 《诗》 于燕自韩生’， 此仍不出言 《诗》 之意， 绝无与于朝廷之

事， 与申、 辕殊， 何以传为？ 下仿此。 其云 ‘韩生推 《诗》 之意而为 《内
外传》 数万言’， 岂申、 辕无章句乎？ 彼不言而此言之， 非例也。 此言体似

《七略》， 《汉书·儒林传》 衍之， 后人据以窜入此传也。 今删。”④ 崔适把

《史记·儒林列传》 关于韩婴的这段记载看作后人附会窜入， 显然不可信。
但他认为韩婴与申公、 辕固生的传记在叙事上有所不同， 尤其是前者没有提

及任何与朝廷有关之事， 则对我们分析韩婴其人其事有启示意义， 故可从

《史记》 对申公、 辕固生的记述中略窥一二。
申公作为鲁人， 坚持习 《诗》、 传 《诗》， 先是遭到楚王刘郢客之子刘

戊的排斥， 不得已退居家乡教授。 后汉武帝即位， 他应召入仕， 为太中大

夫， 参与明堂议事。 然而， 因窦太后阻扰， 不仅明堂议事无法进行， 而且申

公两大弟子王臧、 赵绾被迫自杀， 申公自己也以疾免归鲁， 数年后去世。 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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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直： 《汉书新证》，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９ 年版， 第 ４１ 页。 杨树达也持相同观点，
参见氏著： 《汉书窥管》，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６１０ 页。
郜相修， 樊深纂： 《河间府志》 卷 ２４ 《人物志·韩婴》， 明嘉靖十九年刻本， 第 １ 页 ａ。
《论衡·骨相篇》 载： “韩太傅为诸生时， 之市， 借相工五十钱， 与之俱入璧雍之中， 相

璧雍弟子谁当贵者。 相工指倪宽曰： ‘彼生当贵， 秩至三公。’ 韩生谢遣相工， 通刺倪

宽， 结胶漆之交， 尽筋力之敬， 徙舍从宽， 深自附纳之。 宽尝甚病， 韩生养视如仆状，
恩深逾于骨肉。 后名闻于天下。” 黄晖注曰： “此非韩婴， 婴以景帝时为常山太傅， 孝文

时已为博士， 不得与宽同学。 其人未详。” （黄晖： 《论衡校释》，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１１９ 页） 姚振宗 《汉书艺文志条理》 卷 １ 之上云： “按韩婴遗事不概见， 《论衡》 言擢

用至太傅， 在倪宽为御史大夫之后， 是武帝元封以后之事。 与史言景帝时为太傅不合。
或武帝时又为常山王傅， 史略之与？” （转引自屈守元笺疏： 《韩诗外传笺疏》， 巴蜀书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５１１ ～ ５１２ 页） 杨树达在注释刘歆所言 “在汉朝之儒， 唯贾生而已” 时，
根据王充 《论衡》 这一记载而否定韩婴为文帝时博士 （参见杨树达： 《汉书窥管》， 商

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２６３ ～ ２６４ 页）。 然而从生活年代来说， 司马迁与韩婴最近， 他不

可能不了解韩婴何时为博士， 这一点应该不会误记。 而王充 《论衡》 所载 “相工为倪宽

看相” 一事， 传说演绎色彩突出， 实证性叙事不够。 故相较而言， 司马迁所记还是可信

的。 《汉纪》 卷 ２５ 《孝成皇帝纪二》 亦载： “ 《诗》 始自鲁申公作诂训； 燕人韩婴为文帝

博士， 作 《诗外传》； 齐人辕固生为景帝博士， 亦作 《诗外》、 《内传》。 由是有鲁、 韩、
齐之学。” （荀悦著， 张烈点校： 《两汉纪： 〈汉纪〉》，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４３５ 页）
崔适著， 张烈点校： 《史记探源》，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２１６ 页。



固生的命运同样坎坷。 在景帝时他虽因治 《诗》 而为博士， 但亦遭到窦太

后刁难， 失去博士官。 景帝 “以固为廉直”，① 拜固为清河王太傅， 后又

病免。
申公与辕固生坎坷的学术经历和政治命运， 除了同窦太后好黄老言、 排

斥儒学有关外， 还与他们的学术文化品格密不可分。 当武帝向申公问政时，
申公却作了这样的回答： “为治者不在多言， 顾力行何如耳。” 司马迁接着

记述道： “是时天子方好文词， 见申公对， 默然。”② 是知由战国末期历秦而

入汉的申公， 缘于其质朴的学术追求， 不会像叔孙通那样 “变通”，③ 这决

定了他无法适应新的政治需要。 辕固生亦如此。 窦太后好 《老子》， 召辕固

生问学。 辕固生直言： “此是家人言耳。” 窦太后很愤怒， 辕固生因此差点

丧失性命。 武帝即位之初， 辕固生虽以贤良得征， 但受到诸多喜好阿谀奉承

之儒士的诋毁和排挤。 当他在朝上发现公孙弘侧目视己时， 说了这样一句

话： “公孙子， 务正学以言， 无曲学以阿世！”④ 申公和辕固生这种正直、 务

实的学术文化品格， 对他们的人生道路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韩婴同样如此。 辕固生由博士到王国太傅的经历， 与韩婴正同。 《史记》

虽没有详细记述韩婴由博士到王国太傅的过程， 但这本身便蕴含着其经历同样

坎坷的历史信息。 汉景帝将韩婴派往常山国， 给 “骄怠多淫， 数犯禁”⑤ 的

刘舜当太傅， 显然不是一种升迁式待遇， 而是潜在的贬抑。 很有可能， 韩婴也

遭到了窦太后的刁难， 但他同样坚持 “务正学” 而不 “曲学以阿世”， 具有正直

的学术文化品格。 清人杨绍文就认为： “申公、 韩生、 董仲舒皆以抗直黜去。”⑥

相对而言， 韩婴在武帝时期有比申公、 辕固生更好的政治命运。 《汉
书·夏侯始昌传》 曰： “夏侯始昌， 鲁人也。 通 《五经》， 以 《齐诗》、 《尚
书》 教授。 自董仲舒、 韩婴死后， 武帝得始昌， 甚重之。”⑦ 这说明韩婴晚

年曾受到武帝的尊崇。 又武帝时， 韩婴之孙韩商为博士。 宣帝时， 韩婴后人

韩福 “以 《易》 征， 待诏殿中”。 显然， 韩婴及其家族的这种政治命运， 是

申公、 辕固生难以享有的。 之所以辕固生和韩婴仕宦经历几乎相同， 司马迁

记述时却详略不同， 是因为从总体上看， 韩婴虽然也经历过一些坎坷， 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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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局要好得多 （尽管没有直接体现在韩婴传记中）， 这种好的结局正是由

于韩婴在晚年受到了武帝尊崇， 而武帝对韩婴的尊崇又为后来其子孙相继入

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样的不同， 或与韩婴的为人处事风格有关。
第三， 班固记录韩婴曾经与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进行争论， 至于讨论的具

体内容， 则无法得知。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韩婴在与董仲舒辩论中体现的 “其
人精悍， 处事分明” 这一特点。 颜师古注曰： “悍， 勇锐。”① 所谓 “其人精

悍”， 更多指向学术品格， 体现为勇于表达、 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 而所谓

“处事分明”， 则更多指向为人处事风格， 表现为待人待事态度分明、 有尺

度。 韩婴能与大儒董仲舒辩于汉武帝面前， 正说明韩婴在当时确实有着受到

尊崇的学术地位。 “仲舒不能难也”， 更显示出韩婴具有的突出能力， 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精悍的学术品格和分明的处事风格。
第四， 除 《韩诗》 外， 《汉书·艺文志》 还记录有 《韩故》 《韩内传》

《韩外传》 《韩说》。 《韩内传》 《韩外传》 自然为韩婴所作， 那么 《韩故》
与 《韩说》 是韩婴还是其后人所作？ 对于 《韩故》， 王先谦认为， “此韩婴

自为本经训故， 以别于 《内外传》 者， 故志首列之。 或以为弟子作， 非

也”。② 这与 《汉书·艺文志》 所言 “鲁申公为 《诗》 训故， 而齐辕固、 燕

韩生皆为之传” 并不一致。 又 《汉书·艺文志》 中， 《齐诗》 著作没有 《齐
故》， 而有 《齐后氏故》 《齐孙氏故》， 《鲁诗》 著作则有 《鲁故》。 再从

《齐后氏故》 《齐孙氏故》 的命名来看， 显然 “齐故” 类诗学著作应为辕固

生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 依此类推， 《韩故》 很有可能也是韩婴后人所作，
尤以韩商的可能性较大。 关于 《韩说》， 《汉书·王吉传》 曰： “ 《诗》 云：
‘匪风发兮， 匪车揭兮， 顾瞻周道， 中心怛兮。’ 说曰： 是非古之风也， 发

发者； 是非古之车也， 揭揭者。 盖伤之也。”③ 杨树达注 《韩说》 时据此言：
“按吉学 《韩诗》， 所引 《诗说》， 殆即此书也。”④ 显然， 《韩说》 并非王吉

等习者所作。 或许 《韩说》 与 《韩故》 一样， 皆出自韩商之手。 徐复观就

指出， 《韩故》 与 《韩说》 为韩婴孙韩商为博士时集录。⑤ 概言之， 韩婴以

２８ 卷 《诗经》 为立足点， 撰有 《韩诗内传》 与 《韩诗外传》。 由于如今存

世的仅有 《韩诗外传》， 故只能通过 《韩诗外传》 来探究韩婴诗学的种种面

相。 而韩婴的学术品格、 处事风格以及他所处的燕赵地域的文化对 《韩诗外

传》 的命名、 特点及传播的影响， 值得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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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语颇与齐鲁间殊”

《史记》 提到韩婴作 《韩诗内传》 《韩诗外传》 数万言， “其语颇与齐

鲁间殊， 然其归一也”， 《汉书》 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述。 这既道出了 《韩诗

内传》 《韩诗外传》 的特点， 即在语言风格上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质， 亦指出

了齐、 鲁、 韩三家 《诗》 的宗旨是相同的。 正如王先谦所言： “所谓 ‘其归

一’ 者， 谓三家 《诗》 言大旨不相悖耳。”①

《韩诗外传》 的特质， 具体呈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外在形式上， 《韩诗外传》 以姓氏定名。 这一点从 《汉书·艺文

志》 的记载就能看出。 《韩诗外传》 因何以姓氏定名？ 宋人王应麟云： “ 《儒
林传》 言 《诗》 于鲁则申公培， 于齐则辕固生， 于燕则韩太傅。 齐、 鲁以

其国所传， 皆众人之说也。 毛、 韩以其姓所传， 乃专门之学也。”② 这是说

以姓氏为名的， 乃一家之学； 以地域命名的， 乃众人之说。 这种从学说是否

具有独创性来分析命名的认识并不准确， 齐、 鲁、 韩三家 《诗》 均可成一

家之言。③ 程元敏从另一种思路对此加以析述， 他指出： “鲁为孔子故里，
夫子经学教化， 鲁学早成显派； 齐有稷下， 诸家讲经， 游学其间， 次鲁学而

亦早为经学重镇。 战国中晚叶， 论经学者莫不竞以齐鲁派为师为荣。 故言

《诗》 则 《鲁诗》、 《齐诗》， 言 《论语》 则 《鲁论》、 《齐论》， 而韩婴、 毛

公讲论于燕、 赵、 河间国， 学风非盛， 远逊齐、 鲁， 故不足以 《诗》 学大

宗——— 《燕诗》、 《赵诗》 或 《河间诗》 而尊称之也。”④ 这是从地域学术文

化影响力来谈 《韩诗外传》 命名的原因， 更有说服力。
至于 《韩诗外传》 命名的时间问题， 钱穆曾指出： “窃疑 《诗》 分齐、

鲁、 韩三家， 其说亦后起， 故司马迁为 《史记》， 尚无 《齐诗》、 《鲁诗》、
《韩诗》 之名……至班氏 《汉书》 则确谓之 《鲁诗》、 《齐诗》、 《韩诗》 焉。
是三家 《诗》 之派分， 亦属后起。” 至于具体时间， 钱穆因 “石渠议奏不及

《诗》” 而推测 “ 《诗》 分三家， 疑且在石渠后矣”。⑤ 赵茂林对钱穆这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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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进行了辨析， 认为三家 《诗》 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 石渠

阁会议之前。① 如果综合来看， 三家 《诗》 命名可能并非同时， 就 《韩诗》
《韩诗内传》 《韩诗外传》 来讲， 说武帝时韩商博士定其名， 亦未尝不可。

其二， 内容叙事上， 《韩诗外传》 更多保留了先秦文风、 继承了先秦诗

学精神。 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言 《韩诗外传》 “虽非解经之深者， 然文辞清

婉， 有先秦风”。② 元人钱惟善 《韩诗外传序》 亦称： “然观 《外传》 虽非

其解经之详， 断章取义， 要有合于孔门商、 赐言诗之旨。 况文辞清婉， 有先

秦风， 学者安得不崇尚之？”③ 这是就文风而言， 属于形式的层面， 更深一

层则表现在 《韩诗外传》 对先秦诗学精神的继承上。 正如学者所言： “ 《韩
诗外传》 的解 《诗》 与先秦传 《诗》 方式一脉相承。”④ 这可从韩婴受所在

地域的文化影响， 其诗学保留了更多 “汉代学术生成”⑤ 之前的先秦学术文

化特征来加以说明。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孔子诗论》， 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看到孔子诗学思想

的丰富性， 即孔子也重视 “情” （自然的情感）。 韩婴同样从 《诗》 中感受到

“情” 的真切， “情” 对人们生活和文化发源的重要作用， “情” 的道德感、 美

感等高级内容， 因而力排众说， 为 “情” 正名。⑥ 可以说， 《孔子诗论》 与

《韩诗外传》 存在学术关联， 即二者都涉及以性情、 情志论诗。⑦ 故有学者提

出， 《韩诗外传》 的情性论是对七十子的一次回归， 在诗学与性命道学之间架起

了桥梁， 并可能借助说 《诗》 的方式， 推动了诗学话语里 “情” 的正当化。⑧

《韩诗外传》 的这一特质， 得益于燕赵文化的孕育及影响。 韩婴为燕地

涿郡人， 近于赵地， 易受到三晋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赵文化的浸染。 有人推

测， 韩婴曾游学河间， 由河间举荐为博士。⑨ 如果从明嘉靖 《河间府志》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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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９５ 页。
参见辛慧： 《〈孔子诗论〉 与 〈韩诗外传〉 论诗的学术关联》， 《现代语文》 （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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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韩婴之墓就在河间献王城附近来看， 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 其实， 早在

战国时期， 燕昭王就 “曾游三晋， 其思想观念必然受到三晋文化的影响， 故

有筑馆招贤之举”。① 再从燕赵文化固有的一体性来讲， 这也顺理成章。 卢

云言： “燕地西汉时出人出书有限， 大体说来， 其学术文化的构成与三晋地

区类似， 主要为儒家、 纵横家等。”② 韩婴诗学体现出来的厚重质朴的治学

风格， 与河间献王刘德相似。 反过来， 河间献王崇尚的以重训诂名物、 阐释

史实为主要特色的古文经学， 以及他坚持的儒家的仁和义， 即孔儒的真精

神，③ 对韩婴也有一定影响。 当然， 燕地这一特殊区域的文化特色， 也使得

韩婴诗学易保留一些真实而原始的思想内容。 刘跃进就指出： “如果从地理

上寻求原因， 大约是交往受到较多的限制， 所以这个地区的学术更加注重自

身的独立系统， 反而保留了许多先秦以来的学术资源， 因而对于后代的学术

发展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影响。”④

关于 “其语颇与齐鲁间殊”， 金德建曾分析道：
在这轻轻的一句当中， 似乎表示出韩婴的诗说有它自己的地域渊源

关系， 跟 “齐地” “鲁地” 是有些两样。 这一点实在是韩婴诗学的成功

之处， 不容随便忽视。 鲁地原来是所谓儒者之邦， 自然有所凭借， 会产

生自成一派诗说的趋势， 不是别的地方所能及。 齐地原来也有过迂怪之

说， 因此后来 《齐诗》 里， 颇多采用纬书， 有 “五际六情” 等很别致

的说法。 可是韩婴的籍贯却在偏僻的燕地， 向来似乎并没有以传诗著名

的人物或者事迹可寻。 那末所谓地域方面的渊源关系， 我们就不得不注

意到和燕比邻的赵地了。⑤

于是， 金先生提出韩婴的诗学来源于荀卿。 在对 “燕、 赵间言 《诗》 者由

韩生” 的解析中， 他又说： “韩婴原本是燕地的人， 而讲 《韩诗》 的学说系

统流传， 却要并提到 ‘燕、 赵’。 在 《史记》 所说的这句话里， 透露出来一

点消息， 所谓韩婴的 《诗》 学派别， 渊源对象的确另外还有 ‘赵地’。 现在

把荀卿来安置在韩婴的前头， 未始不符合于司马迁的见解。”⑥ 以往虽有人

提出 《韩诗外传》 来源于荀子， 但基本是以 《韩诗外传》 征引 《荀子》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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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依据。① 如果加上地域文化这一层解释， 那么在论证上就更为充实了。
同时， 我们在讨论 《韩诗外传》 来源问题时， 也不能忽略燕赵诗学传

统的影响。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是古老的文人荟萃之地、 诗歌流传之

邦。② 《诗经》 这部诗歌总集中有一些动人的诗篇， 最初就来自燕赵大地。
《国风》 中的 《邶风》 和 《鄘风》 以及 《卫风》 中的部分诗篇， 就是现存

最古老的黄河以北地区的民歌。 郑玄 《诗谱》 言： “邶、 鄘、 卫者， 商纣畿

内方千里之地， 其封域在 《禹贡》 冀州太行之东， 北逾衡漳， 东及兖州桑

土之野。 周武王伐纣， 以其京师， 封纣子武庚为殷后。 庶殷顽民， 被纣化日

久， 未可以建诸侯， 乃三分其地置三监， 使管叔、 蔡叔、 霍叔尹而教之。 自

纣城而北谓之邶， 南谓之鄘， 东谓之卫。”③ 王国维曾根据出土实物进行考

证， 认为邶即燕。④ 因此我们 “无须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去强为区分”， 可以

把上述诗篇看作 “产生与流传在自豫北至燕赵这一片毗连的大平原上的民间

诗歌”。⑤ 换言之， 燕赵大地是 《诗经》 创作地之一。
燕国方言系统在韩婴诗学中亦有一定呈现。 如 《韩诗外传》 卷 ２ 第 １３

章云： “崔杼谓晏子曰： ‘子与我， 吾将与子分国。 子不与我， 杀子。’”⑥

相似内容亦见于 《新序·义勇》： “崔杼谓晏子曰： ‘子与我， 我与子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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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严立论不免失之牵强， 但 《韩诗》 与荀子有渊源关系， 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刘
立志： 《汉代 〈诗经〉 学史论》，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３６ ～ ３７ 页） 即使是那些不认可

韩婴师承荀子的学者， 也基本不否认荀子对韩婴诗学的重要影响。 如徐复观认为， 西汉

四家诗同出一源， 但韩婴在 《韩诗外传》 中 “共引用 《荀子》 凡五十四次， 其深受荀

子影响， 可无疑问”。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 第 ３ 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版， 第 ５ 页）
参见夏传才： 《燕赵——— 〈诗经〉 流传和研究的故乡》，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１９８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５ 页。
《毛诗正义》 卷 ２ 《国风·邶鄘卫谱》， 《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

版， 第 ６２２ 页。
参见王国维： 《观堂集林》 卷 １８ 《史林》，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版， 第 ８８５ 页。
夏传才： 《燕赵——— 〈诗经〉 流传和研究的故乡》，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１９８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６ 页。
韩婴撰， 许维遹校释： 《韩诗外传集释》，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 第 ４６ 页。



子不吾与， 吾将杀子。’”① 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认为， 以 《论语》 《孟子》
为代表的鲁方言， 具有这样的语法规则： “在否定句中， 宾语为代名词时，
置于动词之前； 宾语为名词时， 位于动词之后。”② 《新序》 的 “不吾与”
沿袭了这一规则， 而 《韩诗外传》 则没有。 有学者就此指出： “如果不是

后代流传过程中修改的结果，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韩婴使用的燕国方言就没

有这个规则， 或者说汉初的北方语言是 《韩诗外传》 的形态， 而刘向只不

过因为个人经历与鲁地有染较多 （刘向是楚元王四世孙， 元王封地也是刘

向生长地彭城离曲阜很近， 当在同一方言区）， 《新序》 的讲法是鲁方言在

汉初的遗留。”③ 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 可作为燕赵地域文化对韩婴诗学影

响的一个佐证。

四、 “始于韩婴， 而盛于王吉”

关于 《韩诗》 （包括 《韩诗外传》） 的传播， 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
《韩诗》 在西汉时期相对不显， 至东汉则盛极一时。 清人唐晏就言： “大抵

《鲁诗》 行于西汉， 而 《韩诗》 行于东汉， 二家互为盛衰。 故 《韩诗内传》
至六朝尚存， 亦以习之者多也。”④ 仅从 《韩诗》 总体的传习情况来看， 确

实东汉盛于西汉。 据唐晏所列， 东汉至三国共有 ４１ 人传习 《韩诗》， 而西汉

仅有 １４ 人。⑤ 但如果把专门传授者和普通学习者分开看， 则大不一样。 左

洪涛统计两汉 《韩诗》 传授者共 ２０ 人， 其中西汉时期有 １２ 人， 历经 ６ 代传

授系统， 而东汉有 ８ 人， 历经 ４ 代传授系统。⑥ 故简单说 《韩诗》 盛于东

汉， 并不确切。 东汉 《韩诗》 传授者流传下来或有记录的著述， 明显要多

于西汉， 这或许是造成学者普遍认为 《韩诗》 兴盛于东汉的一个因素。 不

过， 我们不能由此而否认西汉 《韩诗》 传授者的工作， 可能他们更多采取

的是口授相传的形式。
清人朱彝尊 《经义考》 引朱悼云： “ 《韩诗》 始于韩婴， 而盛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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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编著， 石光瑛校释， 陈新整理： 《新序校释》 卷 ８ 《义勇》，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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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太田辰夫： 《汉语史通考》， 江蓝生、 白维国译， 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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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① 王吉， 西汉宣、 元时期名儒， 曾从蔡义学习 《韩诗》。 史载： “久之，
诏求能为 《韩诗》 者， 征义待诏， 久不进见。 义上疏曰： ‘臣山东草莱之

人， 行能亡所比， 容貌不及众， 然而不弃人伦者， 窃以闻道于先师， 自托于

经术也。 愿赐清闲之燕， 得尽精思于前。’ 上召见义， 说 《诗》， 甚说之，
擢为光禄大夫、 给事中， 进授昭帝。”② 这说明汉昭帝以前， 《韩诗》 虽列为

学官， 但传习者少， 以致朝廷需要时 “能为 《韩诗》 者” 非 “求” 而莫能

得。③ 再结合 “ 《韩诗》 有王、 食、 长孙之学……徒众尤盛”④ 的情状， 说

《韩诗》 从王吉开始走向兴盛， 是没有问题的。
江乾益提出： “自韩生为 《诗》 内、 外传， 《韩诗》 之传不绝， 其盛时

有二： 一则 《韩诗》 之有王、 食、 长孙之学也， 一则薛氏之学也。 皆徒众

至盛， 传业不绝。”⑤ 这是比较客观的。 《隋书·经籍志》 载： “ 《齐诗》， 魏

代已亡； 《鲁诗》 亡于西晋； 《韩诗》 虽存， 无传之者。”⑥ 王先谦补充曰：
“至南宋后， 《韩诗》 亦亡， 独存 《外传》。”⑦ 从长时段和诗学整体而言，
《韩诗》 （尤其是其中的 《韩诗外传》） 的生命力的确比较旺盛。

《韩诗》 盛于王吉， 特别是东汉时期依然兴盛， 并且传承久远， 原因何

在？ 有学者把三家 《诗》 在东汉的兴衰与王莽代汉、 东汉崇信谶纬相联系，
认为王莽代汉期间三家 《诗》 学者的不同政治倾向， 是影响三家 《诗》 在

东汉命运的重要因素———反对新莽的 《鲁诗》 《韩诗》 学派， 获得东汉统治

者的优遇； 拥护新莽的 《齐诗》 学派， 则受到东汉统治者的冷遇。 东汉学

术崇信谶纬的风尚与 《韩诗》 学者善言谶纬相合， 故 《韩诗》 取代 《齐诗》
而盛于东汉。⑧ 这一分析值得商榷。

活跃于两汉之际的伏氏家族， 世代传授 《齐诗》。 伏理受 《诗》 于匡

衡， 由是 《齐诗》 有匡、 伏之学。⑨ 伏理后成为名儒， “以 《诗》 授成

帝”。 东汉时， 伏理之子伏黯 “以明 《齐诗》， 改定章句， 作 《解说》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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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位至光禄勋”。 伏理之孙伏恭少传伏黯之学， “省减浮辞， 定为二十万

言”， 为博士， 后任常山太守、 司空等职， “儒者以为荣”。① 这说明东汉时

《齐诗》 学者并没有受到统治者冷遇。
关于 《韩诗》 传授者言谶纬与其学派兴盛之间的关系， 同样没有与之

对应的必然传承。 薛汉虽善说灾异图谶， 但他的诗学弟子及再传弟子中， 没

有一个被提及言灾异图谶。 严格来讲， 东汉习 《韩诗》 者中仅有薛汉、 郅

恽、 廖扶、 唐檀、 公沙穆、 杜琼 ６ 人言谶纬， 占东汉习 《韩诗》 人数的

１９％ 。② 如果从东汉时期谶纬尤为盛行这一大环境来看， 恰恰说明 《韩诗》
学者受谶纬影响较弱。

其实， 探讨 《韩诗》， 特别是 《韩诗外传》 兴盛长存的主要原因， 还须

着眼于韩婴自身及其所在地域文化之影响。
第一， 韩婴的节义观是促使 《韩诗外传》 兴盛的重要因素。 刘咸炘言：

“太傅燕人， 燕人慷慨， 故太傅言气节极有力。”③ 徐复观在探讨 《韩诗外

传》 思想时， 把 “士节” 问题看作韩婴强调的四大问题之一。④ 这恰好与东

汉社会尚名节的风气一拍即合，⑤ 自然得到君臣上下的欣赏和传习， 《韩诗

外传》 的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召驯少习 《韩诗》， 以志义闻于世， 乡里

号之曰 “德行恂恂召伯春”。 章帝时， “帝嘉其义学， 恩宠甚崇”。⑥ 又杨仁

“建武中， 诣师学习 《韩诗》”， 明帝时 “引见， 问当世政迹。 仁对以宽和任

贤， 抑黜骄戚为先。 又上便宜十二事， 皆当世急务。 帝嘉之， 赐以缣钱”。
及明帝崩， “时诸马贵盛， 各争欲入宫。 仁被甲持戟， 严勒门卫， 莫敢轻进

者”。 章帝既立， “诸马共谮仁刻峻， 帝知其忠， 愈善之， 拜什邡令。 宽惠

为政， 劝课掾史弟子， 悉令就学。 其有通明经术者， 显之右署， 或贡之朝，
由是义学大兴”。⑦ 正如学者所言： “虽然在朝廷眼里 《鲁诗》 是魁首， 但在

‘儒林’ 看来， 《韩诗》 更能代表东汉的时代特色， 所以东汉研习 《韩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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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有人在。”①

第二， 《韩诗外传》 在表达方式上重视通俗性、 故事性特点， 也利于

其传播。 韩婴以 《易》 授人， 但因燕赵之士更热衷于传诵诗学， 致使 《韩
易》 在社会层面上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 只能在韩氏家族内自传。 宣帝

时， 韩福以 《易》 被征召， 在他看来， 《韩诗》 不如 《韩易》 深刻， 司隶

校尉盖宽饶也正是体会到 《韩易》 的深刻， 才改从韩福习 《易》。 这似乎

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 即 《韩诗》 在燕赵民间受欢迎， 正说明 《韩诗外

传》 具有通俗性与故事性特点， 而 《韩易》 则因太偏于学术化， 内涵深

刻， 哲理性过强， 故在燕赵民间无法得到传承。② 徐复观指出， 《韩诗外

传》 把自己的思想主要通过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 将古人的言行作为自己

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 这属于 《春秋》 的系统， 或可称之为史学家的语言

系统， 也是诸子百家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③ 当然， 这样的形式并非

韩婴独创， 先秦以来已有之， 但受此形式影响最为突出的则是韩婴的 《韩
诗外传》， 其主要意义在于 “加强思想在现实上的功用性与通俗性”， 尤其

是 “加强对统治集团的说服力”。④ 尽管汉代三家 《诗》 都将对古代诗歌的

解说与现实的政治教化紧密结合， 但表现形式各有特色： 《齐诗》 最善于

附会阴阳五行学说， 不免流于荒诞， 而 《韩诗》 则喜欢把对诗歌的解释与

历史相结合。⑤

此外， 重要政治人物的推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如光武帝令郅恽

授明帝 《韩诗》； 梁商少持 《韩诗》， 后以外戚身份为大将军。 统治阶层对

《韩诗》 的研习， 为韩婴诗学的兴盛增添了政治动力。
学术文化的发展是在特定的空间框架中展开的， 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环

境、 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状况与社会传统， 学术文化总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

特征。⑥ 《韩诗外传》 的形成、 传承及呈现出的独特性， 除了与韩婴自身的

因素有关外， 也离不开燕赵地域文化的影响。 所以有学者说： “ 《鲁诗》 过

于本份， 自然易于僵化； 《齐诗》 过于玄虚， 自然难以承传； 而 《韩诗》 所

具有的晋学、 鲁学与齐学的混合性格， 以及其对 《诗》 作为文学的鲜活性

与作为经学的经典性的保持， 使其具有了多重生存能力， 因而不仅在东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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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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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略： 《四家 〈诗〉 在汉代不同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命运》 ， 北京大学 《儒藏》 编

纂与研究中心编：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 第 ３ 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５０ 页。
当然， 这与 《易》 本身的难度超过 《诗》 也有一定关系。
参见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 第 ３ 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 ～ ４ 页。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 第 ３ 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页。
参见周桂钿、 李祥俊： 《中国学术通史 （秦汉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１３９ 页。
参见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绪论”， 第 １ ～ ３ 页。



学思潮中能得以盛行， 即使在 《毛诗》 理性说诗的冲击下， 也未即刻倒下。
传授之盛， 逾于其它各家。”①

五、 结语

韩婴诗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 思想史、 学术史上都值得关注， 《韩诗外

传》 更是流传至今的一部珍贵的诗学文献。 但长期以来， 学者对 《韩诗外

传》 存在误解。 明代王世贞、 清代四库馆臣等对班固所言的 “采杂说” 作

了简单化理解， 以此否定 《韩诗外传》 应有的诗义， 从而引出 《韩诗外传》
乃引 《诗》 而非解 《诗》 这一诗学假命题。 实际上， 无论是 “推 《诗》 之

意”， 还是 “推诗人之意”， 皆为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所作的评述，
他们的着眼点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 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

次。 归根结底， 对 《韩诗外传》 的认识， 还须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

统， 以及汉代区域文化史背景。
韩婴为燕国涿郡人， 由博士到王国太傅的政治身份转变， 似乎说明他的

人生经历并非一帆风顺。 究其原因， 除了政治因素外， 还与他质朴的学术品

格与分明的处事风格息息相关。 这种学术品格和处事风格反过来影响了 《韩
诗外传》 的命名、 特点及传播。

《韩诗外传》 有其自身特质，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韩诗外

传》 以姓氏定名； 二是 《韩诗外传》 更多地保留了先秦文风、 继承了先秦

诗学精神。 这样的特质， 得益于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

养。 而 《韩诗外传》 的兴盛长存， 同样离不开韩婴自身与燕赵地域文化的

影响和推动。 韩婴受燕赵地域文化影响而具有的节义观， 以及 《韩诗外

传》 在表达方式上重视通俗性、 故事性的特点， 都有利于韩婴诗学的传授

与传播。
《韩诗外传》 是一部立足于 ２８ 卷 《诗经》 的诗学阐释作品， 它是韩婴

整个诗学系统的重要内容， 对它的进一步探讨，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韩婴诗

学面貌的认识。 质言之， 只有把 《韩诗外传》 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
所在地域文化相联系， 并参照汉代史学家的评论， 才能更接近事实地评

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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